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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朝国号考释

刘 浦 江

　　提　要 : 辽朝一代的国号变迁 , 远比人们过去所知道的情况要复杂得多。辽

朝建国之初建号大契丹 ; 太宗时一度实行双重国号 , 在燕云汉地称大辽 , 在草原

地区仍称大契丹 ; 圣宗和道宗时又两次改变国号。而在契丹文和女真文中 , 始终

称辽朝为哈喇契丹或契丹。辽朝国号的复杂性是辽朝二元政治体制的一种表现。

　　关键词 : 辽朝　国号　大辽　大契丹　哈喇契丹

一　辽朝国号之谜

由于史料匮乏 , 辽朝一代历史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谜团。譬如这个王朝的国号 , 就是一个

迄今尚未弄清的扑朔迷离的问题。

对于辽朝历史的蒙昧 , 不是晚近以来的事情。金末以降 , 人们对辽史已不甚了了 , 元好问

曾经感慨 :“呜呼 , 世无史氏久矣⋯⋯泰和中 , 诏修《辽史》, 书成 , 寻有南迁之变 , 简册散失 ,

世复不见。今人语辽事 , 至不知起灭凡几主 , 下者不论也。”①元人所修《辽史》, 可以说是二十

四史中内容最简陋而错误又最多的一种 , 这并非元朝史官不肯尽职 , 主要原因还是保存下来的

原始史料太少。

关于辽朝的国号 ,《辽史》中惟一的一条记载是 : 太宗大同元年 (947年) 二月丁巳朔 ,“建

国号大辽”②。然而根据宋代文献记载 , 辽朝曾经先后几次更改国号 , 故清代学者在这一点上屡

屡指责《辽史》的疏漏 ,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 83云 :“按辽自太宗建国号大辽 ; 至圣宗统和

元年 , 去辽号 , 仍称大契丹 ; 道宗咸雍二年 , 复称大辽。《辽史》皆没而不书。”赵翼《廿二史

札记》卷 27“辽史疏漏处”条也指出 : “《辽史》又有太疏漏者。《东都事略》记辽太宗建国大

辽 , 圣宗即位 , 改大辽为大契丹 , 道宗又改大契丹为大辽。改号复号 , 一朝大事 , 而《辽史》

不书。”《四库全书总目》卷 46《辽史》提要以辽重熙十六年《释迦佛舍利铁塔记》所称“大契

丹国”来印证《东都事略》的记载 , 讥评《辽史》“于国号之更改尚未详也”。确实 , 国号之变

动 , 可谓政治史上的头等大事 ,《辽史》之疏漏 , 莫此为甚。

对于辽朝国号的演变 , 今天学术界已经基本上形成定论 , 陈述先生的说法代表最通行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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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辽史》卷 4《太宗纪下》。

《漆水郡侯耶律公墓志铭》,《元文类》卷 51。



点 : 公元 916年 , 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称帝建国 , 国号契丹 ; 太宗大同元年 (947年) , 改国号为

大辽 ; 圣宗统和元年 (983年) , 又改称大契丹 ; 道宗咸雍二年 (1066年) , 复号大辽①。蔡美彪

先生的说法与此稍有不同 : “916年 , 辽太祖耶律亿 (阿保机) 在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流域建契

丹国 , 947年建国号辽。”②这后一种说法较为审慎 , 它不明确肯定太祖 916年创立国号契丹 , 也

不说太宗 947年“改”国号大辽 ; 按这种说法 , 似乎辽朝的国号是从 947年以后才有的。除了这

一点细微的差别之外 , 上述两说基本上是一致的③。

然而 , 辽朝国号的演变远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

二　太祖建号“大契丹”

公元 916年 , 耶律阿保机称帝建国 ,《辽史》卷 1《太祖纪》记载此事说 : 群臣“上尊号曰

大圣大明天皇帝 , 后曰应天大明地皇后。大赦 , 建元神册。⋯⋯立子倍为皇太子”。既然建国 ,

必有国号 , 但令人奇怪的是 ,《辽史》居然没有说明耶律阿保机称帝时是否建立国号 , 国号是什

么。在传世文献中 , 只有《契丹国志》明确记载了辽太祖建国时的国号 , 该书卷 1《太祖大圣皇

帝纪》云 :“神册元年 , ⋯⋯阿保机始自称皇帝 , 国人谓之天皇王。⋯⋯建元曰神册 , 国号契

丹。”陈述先生谓辽太祖国号契丹 , 就是依据这条史料。不过《契丹国志》来历不明 , 它的记载

是否可靠 , 不能不令人怀疑 , 所以蔡美彪先生不取此说 , 只是含糊地说辽太祖“建契丹国”。但

是有一点可以肯定 , 太祖建国时必定就已创立了国号 , 断不会等到太宗大同元年 (947年) 才始

创国号大辽④。

其实《契丹国志》中还有一处有关太祖国号的记载 , 过去都被人们忽略了 , 该书卷首《契

丹国九主年谱》云 :“太祖大圣皇帝 , 梁均王贞明二年丙子称帝 , 国号大契丹 , 改元神册。”那

么辽太祖所建立的国号 , 究竟是“契丹”还是“大契丹”呢 ? 我从辽朝的石刻材料和五代十国

的文献史料中找到了以下 6条证据。

(1)《旧五代史》卷 75《晋高祖纪》载有辽太宗册立石敬瑭为大晋皇帝册文 , 起首的几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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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周绍良《从石刻探讨契丹之改易国号》一文说 :“似乎耶律阿保机原来并没建立国号 , 一直是沿用部族

名称 , ⋯⋯以‘契丹’为号。”他根据新旧《五代史》有关辽太宗大同元年“改晋国为大辽国”的记

载 , 认为“这足以说明在使用大辽为国号之前 , 契丹是以晋为国号的 , 因之在建立大辽国国号之前 ,

‘契丹’之称 , 事实是部族之称”。这种说法很难令人信服。众所周知 , 石晋自始就是辽朝的附庸之国 ,

石敬瑭甚至向辽太宗称儿皇帝 , 辽朝怎么可能反过来用后晋的国号呢 ? 下文列举的证据将表明 , 辽朝

的国号肯定不始于“大辽”。

这里还应提到的是 , 周绍良先生《从石刻探讨契丹之改易国号》一文 (《北京社会科学》1986年 2期)

曾根据《全辽文》和房山石经题记等石刻资料中有关辽朝国号的记载得出如下结论 : 从辽朝建国至应

历四年 (954年) , 国号为“契丹”; 应历五年 (955年) 至保宁元年 (969年) , 国号为“大辽”; 保宁二

年 (970年) 至咸雍元年 (1065年) , 国号为“契丹”; 咸雍二年 (1066年) 至辽末 , 国号为“大辽”。

此说与文献记载颇有出入 , 主要原因在于作者对石刻资料的统计很不完整 ,《全辽文》中所收辽代石刻

资料尚不及近年出版的《辽代石刻文编》的一半 , 况且周文对《全辽文》和房山石经题记也仅仅是做

了一个不完全的统计而已。根据这样的统计结果而得出的上述结论显然与史实有较大的出入 , 故不为

辽金史学界所认同。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 “辽”条 ,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 1992年。又岛田正郎《　朝史の

研究》 (东京 , 创文社 , 1979年 , 61—63页) 与此说完全相同 , 这可以代表日本学者的观点。

《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 “契丹”条 ,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 1986年 ; 又见陈述《契丹政治史

稿》, 人民出版社 , 1986年 , 10页。



“维天显九年 , 岁次丙申 , 十一月丙戌朔 , 十二日丁酉 , 大契丹皇帝若曰”云云。石敬瑭被册立

为帝 , 是后唐清泰三年 (936年) 的事情 , 这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涉及辽朝国号时间最早的一条文

字材料 , 但这条材料存在着一点疑问。根据《辽史》记载 , 后唐清泰三年丙申应是天显十一年 ;

在五代及北宋文献中 , 辽朝纪年往往有误 , 其中天显纪年即比《辽史》的记载要晚两年 , 所以

五代及宋朝史料均以清泰三年丙申为天显九年。但这篇册文既然出自辽人之手 , 照理说不应当

有纪年的错误 , 估计也许是后人误改的结果。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旧五代史》只是一个辑本 ,

上面那段引文辑自《永乐大典》, 几经辗转 , 恐怕难免有误 ; 而《新五代史》、《资治通鉴》等书

又都不载这篇册文 , 故亦无从考校。

(2) 近年出土于内蒙古赤峰市的辽《耶律羽之墓志》, 首行题为“大契丹国东京太傅相公墓

志铭并序”①。耶律羽之葬于太宗会同五年 (942年) , 这是迄今出土的石刻材料中有关辽朝国号

的最早记载。

(3) 据陆游《南唐书》卷 15《契丹传》载 , 南唐中主李　保大九年 (951年) , 遣公乘　出

使契丹 ,“既至而契丹乱 , 兀欲被弑 , 弟述律遗元宗 (即李　) 书曰 : ‘大契丹天顺皇帝谨致书

大唐皇帝阙下 : ⋯⋯’”云云。这是辽穆宗于应历二年 (952年) 春致南唐国主李　的一封国书 ,

书中自称“大契丹天顺皇帝”。

(4) 辽应历五年 (955年)《陈万墓志》, 首行题“大契丹国故前使持节涿州诸军事⋯⋯陈府

君墓志铭并序”②。这方墓志据称建国前出土于辽宁省彰武县 , 曾被误判为赝品 , 后经阎万章先

生撰文考证 , 断定它确系辽代墓志③。

(5) 辽保宁二年 (970年)《刘承嗣墓志》, 首行题为“大契丹国故左骁卫将军⋯⋯彭城刘公

墓志铭并序”④。此墓志出土于辽宁省朝阳市。

(6) 辽保宁十一年 (979年)《耶律琮神道碑》, 首行题“大契丹国推忠奉国佐运功臣⋯⋯耶

律公□□□铭并序”⑤。耶律琮墓在内蒙古赤峰市喀喇沁旗。

以上 6例都是在辽圣宗统和元年 (983年) 改称“大契丹”之前所使用的国号 , 特别值得重

视的是其中的 4件辽代石刻材料 , 它们非常确凿地证明了这样两个问题 : 第一 , 辽太祖建国时确

实创立了国号 ; 第二 , 辽太祖创立的国号是“大契丹”而不是“契丹”。实际上 , 在目前见到的

包括辽朝各个时期在内的所有汉文石刻材料中 , 尚未发现一例以“契丹”作为国号的。

三　双重国号制 :“大辽”与“大契丹”并称

根据《辽史》记载 ,“大辽”国号创立于公元 947年。太宗会同十年 (947年) 正月 , 辽灭

后晋 , 太宗“备法驾入汴”,“二月丁巳朔 , 建国号大辽 , 大赦 , 改元大同”⑥。对于《辽史》的

这一记载 , 人们历来深信不疑 , 至今仍被视为定论。

但是 , 在五代及宋朝方面的史料中 , 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新五代史》卷 72《四夷附录》

云 :“契丹当庄宗、明宗时 , 攻陷营、平二州 , 及已立晋 , 又得雁门以北幽州节度管内 , 合一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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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辽史》卷 4《太宗纪下》。

李逸友 :《辽耶律琮墓石刻及神道碑铭》,《东北考古与历史》1辑 , 文物出版社 , 1982年。

《辽代石刻文编》, 47页。参见王成生《辽宁朝阳市辽刘承嗣族墓》,《考古》1987年 2期。

阎万章 :《辽〈陈万墓志铭〉考证》,《辽金史论集》5辑 , 文津出版社 , 1991年。

向南编录《辽代石刻文编》, 河北教育出版社 , 1995年 , 15页。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辽耶律羽之墓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 1期。



六州。乃以幽州为燕京 , 改天显十一年为会同元年 , 更其国号大辽。”这是目前能够看到的有关

这种说法的最早记载 , 虽然辑本《旧五代史》中没有这段文字 , 但我估计很可能是原本的阙佚

造成的结果。《东都事略》卷 123《契丹传》也说 : “天福三年 , 改元曰会同 , 国号大辽。”在五

代及宋朝史料中 , 均以后晋天福三年即公元 938年为辽天显十一年 (是年实为天显十三年) , 故

《东都事略》的记载与《新五代史》是完全一致的。另外一些宋代文献对此事的记载在时间上稍

有出入 ,《资治通鉴》卷 281在后晋天福二年 (937年) 下记述说 :“是岁 , 契丹改元会同 , 国号

大辽。”《契丹国志》卷 2《太宗嗣圣皇帝上》袭取《通鉴》原文 , 也将此事系于天福二年。

对于上述记载 , 清代学者曾经有过不同看法。由《四库全书》馆总裁于敏中领衔修订的

《日下旧闻考》, 在卷 3中有一段按语说 :“考《辽史·太宗纪》, 会同十年正月入汴 , 二月丁巳朔

建国号大辽 , 改元大同。是辽灭晋始更国号 , 而欧阳修《五代史》则书更国号于会同元年之下 ;

至会同十年改元 , 薛史、欧史皆不书 , 而书改晋国曰大辽国。与《辽史》皆不符 , 盖传闻异辞

耳。”显然 , 这段按语的作者是坚信《辽史》的说法的 , 故以为宋人记载皆传闻异辞 , 不足凭

信。但另外一部同样为清朝官修的著作《续通志》, 在会同元年“大赦改元 , 建国号曰大辽”句

下有这样一条小注 :“《辽史》此语系之大同元年 , 其实大同元年以晋百官言中外皆愿戴皇帝 ,

故改旧号为辽 , 而辽之建号则自在此时也。今并据《五代史》及《契丹国志》改辑。”①这种看

法与《日下旧闻考》的意见完全相反 , 认为大辽国号始创于会同元年 (938年) , 大同元年 (947

年) 只是改晋为辽而已。

30年代初 , 冯家　先生在《契丹名号考释》一文中针对《日下旧闻考》的那条按语发表了

自己的意见 : “于敏中等以新旧《五代史》与《辽史》不符 , 为传闻异辞。揆其意 , 似以《辽

史》可靠。第考《辽史》乃依耶律俨诸帝《实录》、陈大任书成之。所谓《实录》, 辽圣宗始命

置局编修 , 圣宗以前事 , 皆是时所追述。是太宗入汴、改元、建号等记载 , 并非依当时《实录》

无疑。薛史则全采《实录》, 《晋少帝实录》虽成周广顺中 , 相去仅五六年 , 目击亲见者甚多 ,

改元大事 , 岂能不知 ? ⋯⋯何得谓之传闻 ?”冯家　先生虽然对《日下旧闻考》的说法不以为

然 , 但实际上还是倾向于《辽史》的记载 , 谓大同元年 (947年) 改号大辽 , “大抵一致 , 故可

靠”; 又谓会同元年 (938年) 改号一事 ,“既无直接之确据 , 又乏可靠之旁证 , 孰是孰非 , 尚有

待于地下发现也”②。他采取了较为审慎的态度 , 没有下一结论。

80年代以来 , 曾先后有两位学者撰文讨论这个问题 , 他们均认为会同元年 (938年) 即已改

国号为大辽 , 而大同元年 (947年) 则是改后晋为大辽③。但他们的意见没有引起学界的足够重

视。

我们不妨对会同元年 (938年) 改号大辽说做一点背景分析。首先需要解释的是宋代文献中

有关此事的系年分歧 , 按《新五代史》和《东都事略》的说法 , 改号大辽是后晋天福三年 (938

年) 的事情 , 而《资治通鉴》和《契丹国志》则将此事记在天福二年 (937年) 。但它们的共同

之处 , 则是都说改国号为大辽与改元会同同时。按《辽史》的纪年 , 改元会同是太宗天显十三

年 (公元 938年) 的事情 , 这有石刻材料为据 , 故《资治通鉴》和《契丹国志》的系年肯定有

误。

如果会同元年 (938年) 确曾改号大辽 , 那么更改国号的缘由是什么呢 ? 这显然与燕云十六

·33·

辽朝国号考释

①

②

③ 佟家江 :《契丹首次改辽年代考》,《民族研究》1983年 4期 ; 刘凤翥 :《契丹王朝何时何故改称大辽 ?》,

台北《历史月刊》36期 , 1991年 1月。

《契丹名号考释》, 原载《燕京学报》13期 , 1932年 ; 收入《冯家　论著辑粹》, 中华书局 , 1987年。

《续通志》卷 41《辽纪一》。



州的入辽有关。但是关于燕云十六州的交割时间 , 南北双方史料还存在着分歧。据《辽史·太宗

纪》载 , 天显十二年 (937年) 六月 , “晋遣户部尚书聂延祚等请上尊号 , 及归雁门以北与幽、

蓟之地 , 仍岁贡帛三十万疋 , 诏不许”; 十三年 (938 年) 五月 , “晋复遣使请上尊号 , 从之”;

同年十一月 , 晋使冯道、刘　等上辽太宗及述律太后尊号 ,“大赦 , 改元会同。是月 , 晋复遣赵

莹奉表来贺 , 以幽、蓟、瀛、莫、涿、檀、顺、　、儒、新、武、云、应、朔、寰、蔚十六州

并图籍来献。于是诏以皇都为上京 , 府曰临潢 ; 升幽州为南京 , 南京为东京”。《辽史》的记载

表明 , 燕云十六州的交割是天显十三年的事情 , 石晋上尊号及大赦、改元等一系列事件 , 显然

都与此事有关。

然而宋人的记载却与《辽史》不同。《新五代史》卷 8《晋高祖纪》载 , 天福元年 (936年)

“十一月丁酉 , 皇帝即位 , 国号晋。以幽、涿、蓟、檀、顺、瀛、莫、蔚、朔、云、应、新、

、儒、武、寰州入于契丹”。《资治通鉴》卷 280也把燕云十六州的割让记在天福元年十一月。

其实只要分析一下当时的情形 , 就知道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天福元年十一月 , 辽太宗在晋

阳 (今山西省太原市) 册命石敬瑭为大晋皇帝时 , 燕云十六州大都还在后唐的控制之下 , 此时

石敬瑭尚未入洛攻灭后唐 , 怎么可能正式割地呢 ? 看看《旧五代史》的记载就明白是怎么回事

了 : 天福元年十一月丁酉 , 辽立石敬瑭为晋帝 ,“是日 , 帝言于戎王 , 愿以雁门已北及幽州之地

为戎王寿 , 仍约岁输帛三十万 , 戎王许之”①。这里说得很清楚 , 石敬瑭被立为帝时 , 只是向辽

许下割让燕云十六州和岁输帛三十万的诺言 , 当时并未兑现。看来欧阳修和司马光都误解了

《旧五代史》的意思。

但另外还有一条史料似乎与《辽史》的记载相互矛盾。《旧五代史》卷 76《晋高祖纪二》

载 : 天福二年 (937年) 正月庚申 , “定州奏 , 契丹改幽州为南京”。这条史料亦见于《资治通

鉴》卷 281。据《辽史》说 , 升幽州为南京是会同元年十一月交割燕云十六州以后的事情。那么

这条史料当做何解释呢 ? 天显十一年 (936年) 十一月 , 辽太宗在晋阳立石敬瑭为帝时 , 后唐遣

张敬达率军来攻 , 同时又命卢龙节度使赵德钧、赵延寿父子统兵应援 , 结果张敬达兵败晋阳 ,

赵氏父子遂降于辽 , 自此以后 , 幽州实际上就已在辽的控制之下。“明年 , 德钧卒 , 以延寿为幽

州节度使 , 封燕王。及改幽州为南京 , 迁留守 , 总山南事”②。我想 , 幽州既然在天显十一年

(936年) 冬就已归属于辽 , 且石敬瑭又已许愿割让燕云十六州 , 辽朝完全有可能在次年正月就

将幽州改为南京 , 等到会同元年 (938年) 交割燕云十六州后 , 大概才正式宣布升幽州为南京 ,

同时确定上京、南京、东京三京制度。

天显十三年 (938年) , 石敬瑭已经取代后唐成为中原之主 , 石晋政权也已基本巩固 , 于是

遣使向辽太宗和述律太后上尊号 , 并将燕云十六州正式交割给辽朝 ; 与此同时 , 辽朝改元会同

———这个年号是很值得玩味的 , 它意味着“蕃汉一家”③。在改元会同的同时 , 建立“大辽”国

号 , 这应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我们不能仅仅因为《辽史》没有记载会同元年建号“大辽”

一事 , 就对宋人的记载加以否认。已经得到学术界普遍认可的辽朝历次更改国号的事实 , 不都

是依据宋代文献而得出的结论么 ?

关于“大辽”国号的取义 , 一般认为源之于辽水。《三朝北盟会编》卷 3云 :“ (金朝) 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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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清初改明朝四夷馆为会同馆 , 掌管边疆少数民族事务 ,“会同”一词的含义与此相似。辽太宗灭晋 , 又

改元大同 ,“大同”语出《礼记·礼运》, 是“天下为公 , 四海一家”的意思 , 与“会同”的寓意一脉相

承。

《辽史》卷 76《赵延寿传》。

《旧五代史》卷 75《晋高祖纪一》。王溥《五代会要》卷 29“契丹”门与此说大致相同。



土名阿禄阻为国号 , 阿禄阻 , 女真语金也。以其水产金 , 而名之曰大金 , 犹辽人以辽水名国

也。”太宗为何要“以辽水名国”呢 ? 在契丹族的历史传说中 , 湟河和土河具有特殊的意义 ,

“相传有神人乘白马 , 自马盂山浮土河而东 , 有天女驾青牛车由平地松林泛湟河而下。至木叶

山 , 二水合流 , 相遇为配偶 , 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 , 分为八部”①。辽水就是湟河和土河合流

后的名称 , 用“大辽”为国号 , 是否也寓有“蕃汉一家”的意思呢 ?

既然肯定大辽国号的建立是在会同元年 (938 年) , 那就得对《辽史·太宗纪》会同十年

(947年)“建国号大辽”的记载重新做出解释了。关于会同十年的改号大辽 , 中原方面的记载与

《辽史》是有所不同的 , 新旧《五代史》都说是“改晋国为大辽国”②, 《资治通鉴》卷 286 谓

“下制称大辽会同十年”,《契丹国志》卷 3《太宗嗣圣皇帝》说“下制以晋国称大辽”。除了《通

鉴》的说法比较含糊之外 , 另外三部史籍的意思都很明白 , 分明是说把晋国也改称为大辽 , 而

不是说始建国号大辽。

以上只是就文献记载所做的分析 , 从石刻材料来看 , 目前能够见到的最早使用“大辽”国

号的是康熙二十六年 (1687年) 出土于北京的《仙露寺葬舍利佛牙石匣记》③, 其铭文镌于世宗

天禄三年 (949年) 。由于辽朝前期的石刻材料很少 , 迄今尚未见到会同十年 (947年) 以前使用

“大辽”国号的碑刻 , 要想使“大辽”国号的始创年代得到确凿的证明 , 只能寄希望于新的石刻

材料的发现。

关于“大辽”国号 , 其实还有一个更大的谜需要破解 , 这便是“大辽”与“大契丹”之间

的关系问题。人们历来认为 ,“大辽”与“大契丹”这两个国号是一种替代关系 , 不管是会同元

年 (938年) 还是会同十年 (947年) 改号大辽 , 都无非是以“大辽”代替“大契丹”罢了。但

是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 , 就有学者对此产生了怀疑。冯家　先生的《契丹名号考释》一文 , 虽

然主要是考证“契丹”一词的语源和语义 , 但也涉及辽朝国号的变迁问题 , 其中在谈到“大辽”

与“大契丹”之间的关系时 , 他提出了这样一种推论 :“然则辽与契丹究有何分别乎 ? 余以辽与

契丹之分 , 犹元与蒙兀之别也 , ‘元’指蒙古治下之中国本部 , ‘蒙兀’则兼含东亚一大国。

⋯⋯太宗灭晋建号辽 , 盖指治下之晋土也 , 后弃晋北去 , 中道而殂 , 嗣主遂以‘辽’施于南京

路。而‘契丹’为漠北诸族所称 , 自若也。⋯⋯故知辽之为国号 , 犹元之为国号 , 指对治下之

汉人言之也。”④前面说过 , 冯家　先生对会同元年建号大辽说持保留态度 , 所以他以为太宗灭

晋后始建大辽之号 , 后因弃守中原 , 世宗遂以“大辽”国号用之于燕云汉地。撇开大辽国号的

始创年代不论 , 提出“大辽”为辽朝专用于汉地的国号 , 冯家　先生是第一人。

另一位辽金史学界的前辈学者姚从吾先生也曾提出过类似的观点。50年代初 , 姚先生在台

北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发表了下述看法 : 辽朝“是契丹族在汉地建立的新国家”, 是太宗灭晋后

“正式宣布的”, “因此‘大辽’应当是汉地新朝的通称 , 而不通行于契丹本部。至于‘契丹’,

则是在汉地有时可与‘大辽’并用的”⑤。这种说法与冯家　的推论基本一致。

60年代初 , 日本学者岛田正郎也曾发表过一个值得重视的见解。他在解释《辽史》何以会

漏记圣宗、道宗两次更改国号的原因时说道 : “显然 , 在使用‘大辽’这样一个汉化的国号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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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姚从吾 :《契丹汉化的分析》, 原刊《大陆杂志》4卷 4期 , 1952年 2月 ; 又见《姚从吾先生全集》5集 ,

台北正中书局 , 1981年 , 35页。该文是在联合国中国同志会第 40次学术座谈会上的发言稿。

见前揭《冯家　论著辑粹》27页。

见《辽代石刻文编》4页。

《旧五代史》卷 137《外国列传一·契丹》、《新五代史》卷 72《四夷附录一》。

《辽史》卷 37《地理志一》。



同时仍在正式使用意为‘大契丹’的契丹语国号 , 因此国号的改变即便是确有其事 , 也不必过

分重视。我甚至以为 , 当时的契丹人对于用汉字写出的‘大辽’国号 , 也是用意为‘大契丹’

的契丹语去读的。所以我只看重辽朝国号的始创 , 而并不在意其国号的改变。”①

上述三位学者的意见可谓不谋而合。不过他们的这些见解都纯属猜度之辞 , 既未予以论证 ,

也未提供任何证据 , 所以这种说法长期以来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现在我们终于可以说 , 他

们的直觉是正确的。

本文第二节列举的圣宗统和元年 (983年) 以前使用“大契丹”国号的 6个例子 , 除了辽太

宗册立石敬瑭为大晋皇帝册文 (936年) 外 , 其它的 5例都在“大辽”国号创立之后 : 其中《耶

律羽之墓志》 (942年) 是在会同元年 (938年) 改号“大辽”以后 ,《陈万墓志》 (955年) 、《刘

承嗣墓志》 (970年) 、《耶律琮神道碑》 (979年) 及辽穆宗致南唐国主李　书 (952年) 更在会同

十年 (947年) 改晋国为大辽以后。这就充分证明了 , 在“大辽”国号创立之后 , “大契丹”的

国号并没有废除。上述四方墓志分别出土于今内蒙古和辽宁境内 , 穆宗国书则代表契丹本位 ,

所以都不采用只在燕云汉地行用的“大辽”国号 , 而仍然称“大契丹”。

我们再看看“大辽”国号的使用情况。在圣宗统和元年 (983年) 改称“大契丹”之前 , 共

计有 8个称“大辽”国号的辽代碑刻 , 其中 6个都出土于燕云地区 , 可略而不论 , 另外两个的情

况比较特殊。一是乾亨三年 (981年)《王裕墓志》②, 出土于辽宁省喀左县。王裕先祖原为中原

汉人 , 后降于契丹 , 王裕在辽担任的都是南面汉官 , 其墓志作者董氏为滦州军事判官 , 辽代滦

州 (治今河北省滦县) 属南京道 , 故董氏按燕云汉地的习惯称“大辽”, 亦属正常。另一个碑刻

是乾亨三年《陈公之铭》③, 出土于辽宁省朝阳地区。据我考证 , 此墓墓主陈公就是我们前面提

到的陈万之子。为何《陈万墓志》称“大契丹”, 其子《陈公之铭》却称“大辽”呢 ? 由于《陈

公之铭》文字多已漫漶不清 , 其作者也已残阙无考 , 这个问题一时很难解释。

综上所述 , 我的初步结论是 : 公元 916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建国时 , 辽朝的统治区域还局限

于塞北 , 是一个以契丹人为主的游牧国家 , 故号其国为“大契丹”。公元 938年 , 石晋将燕云十

六州正式割让给辽朝 , 于是辽太宗便在燕云汉地创立一个新的国号———大辽 ; 公元 947年 , 辽灭

石晋 , 太宗在汴京宣布将晋国改称大辽 , 亦即把大辽这个汉地的国号扩展到中原 , 但太宗北归

后 , 中原旋即易主 , 此后大辽国号仍只用于燕云汉地。与此同时 , 在长城以北的契丹本土仍继

续采用“大契丹”为国号。这就是辽朝前期 (916—982年) 国号变迁的大致经过。

四　圣宗改号“大契丹”

关于圣宗改号“大契丹”一事 ,《辽史》丝毫没有提及 , 仅见于宋代文献的记载。按照过去

人们的一般说法 , 都以为改号“大契丹”是圣宗统和元年 (983年) 的事情 , 其实如果仔细查考

一下宋代史料 , 就会发现这种说法与宋人的记载是有出入的。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23在太平兴国七年 (982年) 岁末记述说 : “契丹主明记卒 , 谥景宗

孝成皇帝。⋯⋯隆绪封梁王 , 继立 , 号天辅皇帝 , 尊母萧氏为承天太后 , 改大辽为大契丹。”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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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见《辽代石刻文编》, 79页。

见《辽代石刻文编》, 62页。

岛田正郎 :《　の北面中央官制の特色》, 原载《法制史研究》第 12号 , 1962年 3月 ; 又见同氏《　朝

官制の研究》, 创文社 (东京) , 1978年 , 13—14页。



24太平兴国八年正月戊午朔云 : “契丹主隆绪改元统和。”①隆绪就是辽圣宗。关于圣宗即位和

改元统和的具体时间 , 《长编》虽未得其详 , 但年份是没有问题的。《东都事略》卷 123《契丹

传》也在太平兴国七年下记载说 : “梁王隆绪立 , 年十二 , 自称天辅皇帝 , 尊母燕燕为承天太

后 , 改大辽为大契丹国。⋯⋯ (太平兴国) 八年 , 改元曰统和。”又《九朝编年备要》卷 3太平

兴国七年末云 :“是岁 , 明纪死 , 子隆绪立 , 复号大契丹。⋯⋯改明年元为统和。”以上三部宋

代史书都把改号“大契丹”一事记在圣宗即位的当年 (982年) , 而改元统和则已在次年。今天

人们之所以一致认为改号“大契丹”是在圣宗统和元年 (983年) , 大概是依据《契丹国志》卷 7

的这条史料 :“统和元年 (宋太平兴国八年) , 帝即位 , 复号大契丹。”然而《契丹国志》的这段

文字却是误抄《长编》的结果 , 它把圣宗的即位记在统和元年 , 显然是错误的 , 所以《契丹国

志》关于改号“大契丹”的记载根本不足为据。

那么圣宗确实是在即位的当年就改号“大契丹”吗 ? 这还需要对当时的情况做一点分析。

据《辽史》卷 10《圣宗纪》, 景宗卒于乾亨四年 (982年) 九月壬子 , 同月癸丑 , 圣宗即位 ,“皇

后奉遗诏摄政”。次年六月甲午 , “上率群臣上皇太后尊号曰承天皇太后 , 群臣上皇帝尊号曰天

辅皇帝 , 大赦 , 改元统和”。从上述情形来看 , 我估计改号“大契丹”不大可能是在圣宗即位后

就匆匆忙忙宣布的 , 很可能是在乾亨五年 (983年) 六月上尊号、改元统和时正式宣布的消息。

宋人的记载在这一点上未必很准确 , 所以仍以维持目前通行的统和元年改号说为宜②。

统和元年的改号“大契丹”, 自然是当时摄政的承天太后的主意。可为什么要改号“大契

丹”, 从辽宋双方文献中都看不出一点眉目 , 我们不便强做解人③。对于此次国号的变动 , 宋人

记载或谓“改大辽为大契丹”, 或谓“复号大契丹”, 都以为是以“大契丹”代替原来的“大辽”

国号 ; 因为宋人并不知道这样一个事实 : 在统和元年之前 ,“大辽”和“大契丹”两个国号是同

时存在的 , 只不过所使用的地区不同而已。

宋人对此次国号变动的理解肯定是不正确的 , 实际上这次改号“大契丹”, 应该意味着取消

此前在燕云汉地行用的“大辽”国号 , 而统一使用“大契丹”的国号。但如果具体考察一下国

号的使用情况 , 似乎又不尽然。根据我对《全辽文》、《辽代石刻文编》和《房山石经题记汇编》

的查考结果 , 自圣宗统和元年 (983年) 改号大契丹至道宗咸雍二年 (1066年) 改号大辽 , 其间

记有国号并有明确纪年的石刻材料共计 28例 , 其中 23例作“大契丹” (包括 6个出土于燕云汉

地的碑刻) , 另有 5例仍称“大辽”或“辽国”。现将这 5种石刻材料胪举如下 :

(1) 《平州赵府君墓志》, 出土于辽宁省朝阳县。葬于统和二十年 (1002年) , 首行题“大辽

故永阳宫平州提辖使⋯⋯天水郡赵府君墓志并序”④。

(2) 《韩佚妻王氏墓志》, 出土于北京八宝山。葬于统和二十九年 (1011年) , 首行题“大辽

故始平军节度使□□□□□夫人墓志铭并序”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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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见《辽代石刻文编》139页。参见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西郊辽壁画墓发掘》,《北京文物与考古》1

辑 , 1983年。

见《辽代石刻文编》110页。参见邓宝学等《辽宁朝阳辽赵氏族墓》,《文物》1983年 9期。

岛田正郎认为 , 此次改号“大契丹”是为了纠正自太宗以来过分汉化的倾向 (见前揭岛田氏《　朝史

の研究》62页)。这种解释缺乏史实依据 , 似乎有点想当然。

元释觉岸《释氏稽古略》卷 4云 : 宋大中祥符六年癸丑 (1013年) , “大辽复号大契丹”。比统和元年

(983年) 改号说晚了 30年。这一与众不同的记载不知有何根据。《释氏稽古略》系抄撮群书而成 , 援

据虽富 , 然时有无稽之谈。姑存之以备考。

《长编》卷 23末有一条小注 , 谓景宗死及圣宗即位之月日 , “皆不得其实 , 今移见岁末”。又圣宗改元

统和事 , 盖亦不详其月份 , 故系于次年岁首。



(3) 检房山石经造经题记 , 其中《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共有 11 条内容相同的题记 , 均作

“大辽太平七年岁次丁卯重修此经”①。太平七年为公元 1027年。

(4) 辽《昊天宝塔》, 有“大辽清宁五年春月吉日”的题记②, 清宁五年为公元 1059年。此

塔发现于北京城内。

(5) 清张江裁《燕京访古录》云 :“西便门内西北一里 , 菜园井台后 , 有颓残佛殿三楹 , 内

有一台 , 上座一佛 , ⋯⋯背后镌阴文篆书银佛铭曰 :‘白银千两 , 铸二佛像。威武庄严 , 慈心法

相。保我辽国 , 万世永享。开泰寺铸银佛 , 愿后世生中国。耶律鸿基虔心银铸。’共四十四字。

考此地当是大辽开泰寺也。”③此事亦见于宋人记载 : “今虏主鸿基⋯⋯尝以白金数百两铸两佛

像 , 铭其背曰 :‘愿后世生中国。’”④耶律鸿基即辽道宗 , 在《辽史》卷 20《兴宗纪》中有这样

一条记载 : 重熙二十三年 (1054年) 十月癸丑 , “以开泰寺铸银佛像 , 曲赦在京囚”。这显然就

是指辽道宗耶律鸿基所铸的那两座银佛 , 在铸此像时 , 道宗尚未即位。

除了以上 5例金石材料之外 , 还有一种辽代文献亦可举以为证。辽耶律纯《星命总括》 (《四

库全书》辑自《永乐大典》) 有一自序 , 末署“大辽统和二年八月十三日耶律纯自识”, 也已经

在圣宗改号“大契丹”以后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疑此书为后人依托 , 但却没有提出什么可

靠的证据 , 而《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则说 :“术数之书 , 凡称古名人著述者 , 百无一真。纯不知

为何许人 , 似尚实出其手。”是又以为并非伪书。陈述先生将这篇序文收入《全辽文》卷 5 , 力

辩此书决非后人伪托 , 其说大体可信。

现在的问题是 , 以上引述的金石、文献史料在圣宗统和元年改号大契丹以后仍继续使用

“大辽”国号 , 这当如何解释 ? 我猜想 , 统和元年虽然宣布取消燕云汉地的“大辽”国号 , 统一

使用“大契丹”国号 , 但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 , 这道诏令可能执行得并不十分严格 , 尤其是在

一些非正式场合 , 比如撰写墓志、碑刻题记、私人著述 , 甚至由皇室成员出资铸造的佛像铭文 ,

有时仍因循旧习 , 沿用“大辽”或“辽国”的旧称。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 , 同时出土于北

京八宝山的《韩佚墓志》和《韩佚妻王氏墓志》, 前者撰于统和十五年 (997年) , 碑额称“大契

丹国”, 后者撰于统和二十九年 (1011年) , 碑额却称“大辽”。这说明当时民间对于国号的使用

是比较随意的。

不仅是辽人如此 , 宋人在正式场合和非正式场合对于辽朝国号的使用也是有所区别的。自

圣宗统和元年改号“大契丹”以后 , 宋辽两国之间的往来国书均称“大契丹”⑤, 宋代文献对此

有明确的记载。宋仁宗皇　四年 (1052年) 五月 ,“诏学士院自今答契丹书仍旧称‘大宋’、‘大

契丹’。初 , 契丹贺乾元节书至 , 乃去其国号 , 止称‘南朝’、‘北朝’。下两制、台谏官议 , 而

以为自先帝讲和以来 , 国书有定式 , 不可轻许之。其后复有书 , 乃称‘契丹’如故”⑥。国书是

正式的外交文书 , 当然必须以“大契丹”相称 , 而如果是非外交文书的话 , 就不见得如此称呼

了。《宋大诏令集》载有真宗景德元年 ( 1004年 )澶渊之盟以后致辽朝皇帝或太后的数十封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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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宋会要辑稿》蕃夷 2之 17。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58、135、137载有辽朝于统和二十二年 (1004年) 和重熙十一年 (1042年) 致宋

朝的三封国书 , 均自称“大契丹”。宋朝致辽朝国书备见《宋大诏令集》, 也都称为“大契丹”。

晁说之 :《嵩山文集》卷 2《朔问下》, 四部丛刊续编本。

转引自《全辽文》卷 2。

《全辽文》卷 8引清张江裁《燕京访古录》。

《房山石经题记汇编》, 书目文献出版社 , 1987年 , 88—185页。



书 , 一律称为“大契丹”, 但该书卷 232附载景德元年至二年间赐王继忠的 6首诏书 , 凡是提到

辽朝时就都称为“大辽”。王继忠本为宋河北都转运使 , 咸平六年 (1003 年) 因兵败于辽而被

俘 , 真宗给他的诏书与致辽朝的外交文书自然性质不同 , 所以仍习称“大辽”。

五　道宗复号“大辽”

辽朝最后一次更改国号的事实 , 见于多种宋代文献的记载 , 但是关于改号的时间还存在着

一点歧异。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207英宗治平三年正月癸酉条云 : “癸酉 , 契丹改国号曰大辽。”《宋

史》卷 13《英宗纪》与《长编》的记载完全相同。此外如《东都事略》卷 123《契丹传》、《九朝

编年备要》卷 17、《契丹国志》卷 9《道宗天福皇帝》等 , 也都把此事记在治平三年 (即辽道宗

咸雍二年 , 1066年) , 只是不详其月日而已。宋代文献中的另一种记载见于《宋会要辑稿》, 该

书蕃夷 1之 1有云 :“治平二年十二月 , 改今国号。”蕃夷 2之 20更交待了这个消息的来源 : 治

平二年十二月 ,“雄州言 : 得涿州牒 , 报契丹国改为大辽国”。雄州和涿州分别是宋辽两国的边

境州府 , 这个消息既然来自辽朝方面的涿州牒报 , 照说应该是相当可靠的。不过《长编》和

《宋史》所记载的更改国号的日期既是那样详细 , 也一定是有什么来历的。孰是孰非 , 很难判

断 , 姑从治平三年 (咸雍二年) 说。

关于此次更改国号的缘由 , 辽宋文献全未涉及 , 我估计这与道宗皇帝的汉化倾向有关。辽

道宗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和一个具有较深汉学修养的契丹人 , 辽朝人声称“本朝道宗皇帝好

文”①、“好儒释二典”②, 这在辽朝皇帝中实在是很难得的。《松漠记闻》卷上记述了这样一则故

事 :“大辽道宗朝 , 有汉人讲《论语》, ⋯⋯至‘夷狄之有君’, 疾读不敢讲 , 则又曰 : ‘上世　

鬻、猃狁 , 荡无礼法 , 故谓之夷。吾修文物彬彬 , 不异中华 , 何嫌之有 !’卒令讲之。”这个故

事经常被人们引用来说明道宗的汉化倾向。确实 , 在辽朝的所有皇帝中 , 道宗要算是汉化倾向

最明显的一位了。改大契丹为大辽 , 恐怕就应该归结于这种倾向。

虽然从辽朝的文献史料中看不到这次国号的变动情况 , 但辽朝的考古材料却为此提供了大

量的证据。根据我的统计结果 , 自道宗咸雍二年 (1066年) 迄至于辽末 , 记有国号并有明确纪

年的石刻材料共计 74例 , 其中 73例均称“大辽” (有 3个碑刻作“皇辽”) , 这中间甚至包括 11

个契丹人的墓志 ; 唯有一个碑刻仍旧称“大契丹”: 出土于辽宁省建平县的《郑恪墓志》, 首行

题“大契丹故朝散大夫 ⋯⋯郑君墓志铭并序”③。这篇《墓志》作于道宗大安六年 (1090 年) ,

之所以仍称“大契丹”者 , 可能是因循旧习而一时疏忽的缘故。在那么多的石刻材料中 , 只发

现了这一个例外 , 这说明咸雍二年国号的改变是得到了严格遵守的。

此次国号的改变也明显地反映在宋朝给辽朝的外交文书中。《宋大诏令集》卷 228至卷 232

共载有北宋致辽朝国书 123封 , 其中前半部分的 60余封国书都称“大契丹”; 卷 230《英宗皇帝

与大辽皇帝遗书》抬头称“正月日 , 兄大宋皇帝致书于弟大辽圣文神武全功大略聪仁睿孝天　

皇帝”, 紧接着《英宗皇帝与大辽皇太后遗书》抬头称“正月日 , 侄大宋皇帝谨致书于大辽慈懿

·93·

辽朝国号考释

①

②

③ 见《辽代石刻文编》428页。

陈襄 :《神宗皇帝即位使辽语录》, 见《古灵集》附录。

(宋) 侯延庆 :《退斋雅闻录》, 涵芬楼本《说郛》卷 48。



仁和文惠纯孝显圣昭德广爱宗天皇太后”。从这两首国书以下 , 抬头称谓均做“大辽”①。宋英宗

卒于治平四年 (1067年) 正月丁巳 , 上述两封国书既称“遗书”, 显然就作于这年正月 , 而辽朝

正是在此前一年改号“大辽”的 , 故从这以下的所有国书都改称“大辽”了。

六　契丹文和女真文中的辽朝国号

以上考述的只是辽朝汉文国号的演变过程。那么 , 在契丹字和女真字里 , 辽朝国号究竟被

称做什么呢 ? 这是一个必须考虑的问题。

首先谈谈契丹大字的有关记载。由于目前学术界对契丹大字的释读水平还极为肤浅 , 有关

辽朝国号的解读均属猜测。如 1987年出土的《耶律习涅墓志》, 志盖背面刻有契丹大字 37 行 ,

因耶律习涅的汉文墓志撰于天庆四年 (1114年) , 而当时的汉文国号为“大辽”, 于是考释者就

想当然地把契丹大字墓志第 1行的三个字释为“辽国”②。此说纯属臆测之词 , 完全不足凭信 ,

尤其是用两个契丹大字来拼写一个汉语借词“辽”, 显然不符合契丹大字的构词规则。又如契丹

大字《北大王墓志》, 根据志盖背面的汉文墓志 , 得知墓主耶律万辛卒于重熙十年 (1041 年) ,

因考虑到重熙年间的汉文国号为“大契丹国”, 刘凤翥先生便猜测墓志首行的两个契丹大字“或

许就是‘契丹’之意 ”③。后来王弘力先生又将《应历碑》第 1行的三个字释为“大契丹国”④,

也只是一己之见 , 无法得到验证。所以在目前情况下 , 暂时还不能引用契丹大字的材料来讨论

辽朝国号⑤。

自 70年代中期以来 , 契丹小字的释读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 这就使得我们可以把契丹小字

的石刻材料当做一种比较可信的史料来看待。

“辽”在契丹小字中作　 , 它是一个汉语借词。在迄今已发表的 16种契丹小字碑刻中 , 此字

只出现过两次 : 一处见于《耶律仁先墓志》37行 , 刘凤翥先生释为“封辽王之号”⑥, 指耶律仁

先清宁九年 (1063 年) 徙封辽王事 ; 另一处见于该墓志第 61 行 , 释为“辽国夫人号 ××”⑦,

“辽国夫人”是耶律仁先妻子的封号。以上两处出现的“辽王”和“辽国”都是封号 , 与辽朝国

号无关。

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 ,《契丹小字研究》曾将《仁懿哀册》19行的　 二字释为“辽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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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同上文 , 561页。参见即实《〈　邻墓志〉释读》, 载同氏《谜林问径———契丹小字解读新程》, 辽宁民

族出版社 , 1996年 , 212页。

刘凤翥 :《契丹小字解读四探》, 载《第三十五届世界阿尔泰学会会议记录》, 台北《联合报》国学文献

馆 , 1993年 , 557页。

依我之见 , 在迄今出土的所有契丹大字碑刻材料中 , 最可能含有辽朝国号的是《萧袍鲁墓志铭》志题 ,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 , 容另文探讨。

王弘力 :《契丹小字中之契丹》,《民族语文》1987年 5期。

刘凤翥、马俊山 :《契丹大字〈北大王墓志〉考释》,《文物》1983年 9期。其实刘凤翥先生本人对这一

假说也缺乏自信 , 他在《契丹大字六十年之研究综述》一文 (载《日中联合文字文化研讨会发表论文

集》, 日本文字文化研究所〈京都〉, 1998年 7月) 所附录的“已经认识的契丹大字”中 , 就没有列入

“契丹”和“辽”。

金永田 :《契丹大字〈耶律习涅墓志〉考释》,《考古》1991年 4期。

其中有一个例外需要说明 :《宋大诏令集》卷 231有两封《答契丹国主书》, 作于神宗熙宁年间 , 已在咸

雍二年改号“大辽”之后 ; 但这两封国书均无抬头称谓 , 没有出现国号 , 篇题系后人所拟 , 称“契丹”

显然不妥。



(之)”①, 我认为这是一个误释。此处的后一个字是带所有格附加成分的契丹语词“国”, 这一点

应无疑义 , 问题出在第一个字上。首先 ,  不能等同于　 , 前者第三个原字的音值已知为

[ li ] ②, 显然不能拼出汉语借词“辽”的读音来 ; 第二 , 除《仁懿哀册》外 ,  还见于《道宗哀

册》17—3、《萧仲恭墓志》31—46、《耶律宗教墓志》6—15 , 这三处均未能释出 , 而惟独将《仁

懿哀册》这一处释为“辽”, 显然是为了将就下面的“国”字 ; 第三 , 《仁懿哀册》此行上下文

全不知何意 , 这两个字是否一个词组也很难说 ; 第四 , 我们现在所见到的《仁懿哀册》是由一

个对契丹小字完全外行的人留下来的抄本 , 其文字的准确性值得怀疑。基于上述理由 , 这条例

证理应排除。

有关契丹小字中辽朝国号的考释问题 , 长期以来的争论焦点主要集中在对《道宗哀册》册

盖的释读上。《道宗哀册》册盖共刻有 36个篆体原字 , 其中后 27个原字的释读没有什么异议 ,

主要分歧在于前 9个篆体原字应如何恢复为楷体原字 , 以及如何将这些单个刻写的原字还原组合

成契丹小字 , 当然最关键的还是如何释读这一词组的问题。30年代初 , 罗福成曾将这 9个原字

解为“大辽国天　”③, 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80年代初 , 刘凤翥先生把这组文字释读为“伟大

的中央哈喇契丹”④, 但也有学者表示异议。王弘力先生认为　　 (哈喇) 一词应释为虎思

[xus] , 即强有力之意⑤。即实先生甚至连　 (契丹) 一词也予以否定⑥。

由《道宗哀册》册盖引起的有关释读辽朝国号的争议 , 因为近十年来新发现的几个契丹小

字墓志而取得了重大进展。1991年出土的《耶律宗教墓志》, 其志题前五字与《道宗哀册》册盖

表示国号的那组契丹小字相似 , 但　　　 (哈喇契丹) 作　　　 , “中央”一词也与《道宗哀

册》册盖的写法不同 , 于是便有学者断言刘凤翥对《道宗哀册》册盖的释文有误⑦。但 1997年

发现的《耶律迪烈墓志》和 1998年出土的《耶律智先墓志》, 其志题开端处表示国号的五个契丹

小字 , 除　　　两字的前后顺序与《耶律宗教墓志》不同之外 , 其它均完全相同⑧。有关辽朝国

号释读的纷争至此趋于明朗化 , 以上述三墓志与《道宗哀册》册盖相比较 , 可知　　　等同于

, 而“中央”一词的两种不同写法则应视为同义词。现在基本上可以肯定 , 刘凤翥先生

对《道宗哀册》册盖的释读意见是可取的。

不过这里面仍有两个疑点需要做出解释。第一个问题是 ,“契丹”一词的两种写法是否都能

成立 ? 我们知道 , 契丹小字中通常把“契丹”写作　 , 其中第三个原字的音值为 [ i ] , 已经得到

反复验证 ; 在突厥文鄂尔浑碑铭《阙特勤碑》、《　伽可汗碑》和《暾欲谷碑》中 ,“契丹”一词

的拉丁字母转写为 Qitay⑨, 又《黑鞑事略》将哈喇契丹 (西辽) 译做“呷辣吸绐”, 都表明契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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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见 V1汤姆森《蒙古古突厥碑文》附《术语及专名词表》, 韩儒林译 , 载林　编《突厥与回纥历史论文

选集》上册 , 507页 , 中华书局 , 1987年。

见卢迎红、周峰《契丹小字〈耶律迪烈墓志铭〉考释》一文 (《民族语文》2000年 1期) 附录该墓志摹

本。《耶律智先墓志》尚未发表 , 据刘凤翥先生告知 , 其志题前 5字与《耶律迪烈墓志》毫无二致。

阎万章 :《契丹小字〈耶律宗教墓志铭〉考释》,《辽海文物学刊》1993年 2期。在《耶律宗教墓志》出

土之后 , 刘凤翥也一度对他前述考释结论持谨慎态度 , 参见刘凤翥等《契丹小字解读五探》,《汉学研

究》13卷 2期 , 1995年 12月。

即实 :《皇黄无同义》, 载同氏《谜林问径———契丹小字解读新程》。

见前揭王弘力《契丹小字中之契丹》。

刘凤翥 :《契丹小字解读再探》,《考古学报》1983年 2期。

见金毓黻编《辽陵石刻集录》卷 4 , 奉天图书馆刊 , 1934年。

见《契丹小字研究》152页。

清格尔泰、刘凤翥等 :《契丹小字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1985年 , 507页。



语中的“契丹”一词是以前元音 [ i ] 收尾的 , 只是在译成汉文时脱落了元音韵尾而已。那么 ,

若将“契丹”写成　 , 第一个原字就必须包括两个辅音才行。根据王弘力先生的意见 , 契丹小

字中存在少数双音节的原字 , 比如数词①。如此看来 , 将“契丹”写成　是可以成立的。

第二个问题是 ,《耶律宗教墓志》将“哈喇契丹国”写做“契丹哈喇国”, 这应当做何解释 ?

我曾与刘凤翥先生讨论过这个问题 , 他认为“契丹哈喇国”与“哈喇契丹国”同义 , 就像“大

中华国”也可以说成“中华大国”一样。我觉得这么解释未免有些牵强。在目前见到的契丹小

字石刻中 , 惟有《耶律宗教墓志》是将“哈喇”、“契丹”两词前后颠倒的 , 这很可能是该墓志

误刻的结果。

综上所述 , 在《道宗哀册》册盖和《耶律宗教墓志》、《耶律迪烈墓志》、《耶律智先墓志》

的志题开端处均以“伟大的中央哈喇契丹”来指称辽朝 , 在这种场合和位置所使用的国号理应

是非常正式和完整的名号。“大的”、“中央的”是用来修饰国号的形容词 , 国号的全称应是“哈

喇契丹”。除此之外 ,“哈喇契丹”之称还见于《耶律仁先墓志》16行、69行 ,《萧仲恭墓志》47

行 ,《博州防御使墓志》27行。过去人们只知道穆斯林和西方史籍称西辽为“哈喇契丹”, 陈述

先生指出 ,“哈喇契丹”并不专指西辽 , 在蒙古人和波斯人的观念中 , 以“哈喇契丹”泛指一切

契丹本系的契丹人 , 也包括契丹人建立的辽朝②。现在看来 , 契丹小字的石刻材料可以为陈述先

生的这种说法提供一个佐证 , 只是应该说明 , 事情的因果是这样的 : 由于契丹人称他们自己的

国家为哈喇契丹 , 所以蒙古人和波斯人才用“哈喇契丹”来指称辽朝及一切契丹人。另外 , 在

金代《萧仲恭墓志》和《博州防御使墓志》中 , 还屡次以“大契丹”、“契丹国”、“契丹”来指

称辽朝 , 我想这些都应该是“哈喇契丹”一名的简称。

上面提到的 7种涉及辽朝国号的碑志 , 从其年代来看 , 除《耶律宗教墓志》镌刻于兴宗朝之

外 , 其它有 4种是在辽道宗咸雍二年 (1066年) 改国号为大辽以后 , 另两种则是金朝前期的契

丹小字墓志 , 但它们却都无一例外地称辽朝为“哈喇契丹”或“大契丹”、“契丹国”、“契丹”,

而在迄今出土的所有契丹小字石刻材料中 , 尚未发现用“大辽”或“辽国”来指称辽朝的例子。

从这些情况来判断 , 我估计契丹人始终自称其国家为哈喇契丹 , 在契丹文字里 ,“哈喇契丹”应

是前后一贯未曾改变的国号 , 而“大辽”则只是在一定时期或一定范围内作为汉文国号来使用

的。

女真字的石刻材料同样能够证明这一点。在金代女真字的文字材料中 , 从未发现过“大辽”

或“辽国”之类的词 , 而是以“契丹”来指称辽朝。《大金得胜陀颂碑》中的一个例子最能说明

问题。据金启　先生说 , 该碑是先以汉文写成 , 碑阴的女真文是碑面汉文的译本③。汉碑文第

21行颂诗“辽季失道”句 , 女真碑文将“辽”字译作“　　”, 诸家均释为“契丹”, 拟音为

[®i2tan ] ④。于此可见 , 在女真字中也是只称辽朝国号为“契丹”, 并没有“大辽”、“辽国”之

称。

由此想到元朝国号问题。过去人们通常以为 , 蒙元前期的国号为大蒙古国 , 1271年以后改

称大元 ,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萧启庆先生的研究结果表明 ,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后 , 建立蒙

古文国号 Yeke Mongol Ulus (也可蒙古兀鲁思) , 汉文直译为“大蒙古国”, 意译为“大朝”。1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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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金启　 :《女真文辞典》, 文物出版社 , 1984年 , 54、202页。

此碑女真文与汉文完全对译 , 唯碑阴女真碑文第 22行颂词比汉文少 4句 , 显系翻译时遗漏 , 此亦可证

碑文的底本是汉文。

陈述 :《哈喇契丹说———兼论拓拔改姓和元代清代的国号》,《历史研究》1956年 2期。

王弘力 :《契丹小字墓志研究》,《民族语文》1986年 4期。



年 , 忽必烈出于统治汉地的需要 , 正式创立汉文国号“大元”, 但蒙古文国号并未从此废弃 , 而

是两者并用 , 直至元末。因为在蒙古人及色目人看来 ,“大元”只是大蒙古国的一个部分 , 两者

本非一个概念①。如果拿蒙元国号来与辽朝国号做一比较 , 我们会发现两者的情形有某种相似之

处。冯家　先生大概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 , 故谓“辽与契丹之分 , 犹元与蒙兀之别也”②, 确是

真知灼见。

契丹人建立的辽朝原本是一个比较纯粹的游牧国家 , 后来获得燕云十六州 , 遂兼有游牧社

会与农业社会。契丹统治者对燕云汉地实行“因俗而治”的民族政策 , 于是便形成了国家政治

社会生活中的二元体制 , 这是辽朝最基本的国家特色之一。探索辽朝国号的变迁问题 , 应充分

考虑到这种特殊国情。辽朝的汉文国号 , 主要是针对汉人及部分汉化程度较深的契丹人的 , 由

于对汉地统治的需要 , 汉文国号曾几度变更 , 或称“大契丹”, 或称“大辽”, 或两者并用。而

辽朝的契丹文国号则是针对契丹人及其它北方民族的 , 从现有史料来分析 , 契丹人可能始终都

自称他们的国家为“哈喇契丹”。汉文国号和契丹文国号的歧异 , 正是辽朝二元体制的一种表

现。

笔者的研究结果表明 , 辽朝一代的国号变迁远比人们过去所知道的情况要复杂得多 , 而且

显而易见 , 本文肯定尚未揭示出辽朝国号演变的全部真相。为了对本文的考述结论做一个简要

明了的总结 , 现将辽朝国号的变迁情况列为下表。

辽朝国号变迁概况一览表

年　　代 汉文国号 非汉文国号

916—937年 大契丹

938—982年 大辽 (燕云汉地)、大契丹 (辽朝故地)

983—1065年 大契丹

1066—1125年 大辽

哈喇契丹 (全称)

大契丹、契丹国、契丹 (简称)

七　附论“大蕃”名号问题

最后再附带谈一下“大蕃”名号问题。

1976年 , 在北京房山县北郑村清理的一座辽塔塔基中 , 出土一块辽代纪年文字砖 , 上有墨

书“大蕃天显岁次戊戌五月拾三日己未”共 15字③。其中的“大蕃”二字引起了人们很大兴趣。

有人认为 , 辽代几次更改国号 , 均不见于《辽史》记载 , 故“大蕃”很可能也是辽朝曾经使用

过的国号之一④。

我不同意这样理解“大蕃”名号。从墨书纪年可知 , 天显戊戌岁即辽太宗天显十三年 (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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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齐心、刘精义 :《“大蕃天显”纪年文字砖考》,《黑龙江文物丛刊》1984年 2期 ; 精心 :《大蕃天显纪年

砖的探讨》,《光明日报》1981年 1月 27日 4版。

齐心、刘精义 :《北京市房山县北郑村辽塔清理记》,《考古》1980年 2期。

见前揭《冯家　论著辑粹》27页。

萧启庆 :《说“大朝”: 元朝建号前蒙古的汉文国号》, 原载《汉学研究》3卷 1期 , 1985年 6月 ; 收入

同氏《蒙元史新研》, 允晨文化出版 (台北) , 1994年。



年) , 当时的燕京地区是怎样一种状况呢 ? 天显十一年 (936年) 闰十一月 , 后唐卢龙节度使赵

德钧降于辽 , 自此以后 , 幽州实际上就已在辽朝的控制之下 , 但燕云十六州的正式割让则是天

显十三年十一月的事情。上述墨书纪年为天显十三年五月十三日 , 正是在燕京已经为辽控制 ,

但还没有正式割让的期间。在这样一种特殊的背景下 , 我想“大蕃”应该是当地汉人对辽朝的

尊称 , 意若“大朝”, 而非正式的国号①。如果在燕京尚未被辽朝占有之前 , 当地汉人理应称辽

朝为“北虏”或“北狄”; 如果在燕京已经正式割让给辽朝以后 , 当地汉人应该称辽为“大契

丹”或“大辽”; 而在天显十三年五月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 , 称辽为“大蕃”实在是最合适不过

的。

汉人尊称异族政权为“大蕃”, 这在历史上是有先例可寻的。向达先生在谈到唐代吐蕃势力

的扩张时说 :“唐自太宗以后 , 吐蕃势盛 , 高宗乾封、咸亨之际 , 西域四镇沦陷 , 河陇一带遂没

于吐蕃。至今所得敦煌石室遗书 , 卷末书‘大蕃’岁月者不一而足 , 当即此一时期之所书也。”②

燕京汉人所书“大蕃”, 正当如此理解。

〔作者刘浦江 , 1961年生 , 副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100871〕

(责任编辑 : 高世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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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三联书店 , 1957年 , 6页。

萧启庆和蔡美彪先生都认为元代文献中常见的“大朝”是蒙古文国号“也可 (蒙古) 兀鲁思”的意译

(见前揭萧启庆《说“大朝”: 元朝建号前蒙古的汉文国号》及蔡美彪《试论马可波罗在中国》, 载《中

国社会科学》1992年 2期) , 我觉得未必如此。金朝汉人有尊称本国为“大朝”的先例 , 见韩道　《重

编改并五音篇海序》, 载《金文最》卷 41。元人所称的“大朝”亦当做如是解。“大蕃”与“大朝”意

近 , 也无非是一种尊称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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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ist the Japanese literary style. During this debate , Wang Guowei , later to be dubbed a“conservative ,”

challenged Yan Fu , the paragon of Western learning : Yanπs translations , said Wang , while in conformity with

the style of classic Chinese , failed to convey the true meaning of the original language.

The Xiangdi System in Villages in North China during the Period from the Late Qing Dynasty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Case of Huilu County , Hebei

Li Huaiyin (75)

Xiangdi , a semi2official post responsible for collection of taxes and local security , was in the villages in

Huilu county of Hebei province during the period from the Late Qing Dynasty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be

filled by villagers in rotation. The prevalence in the area of Huilu of the xiangdi system characterized by the

villager community as an integrated unit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relatively stable natural environment , a so2

cial structure dominated by land2holding peasants , and strong patriarchal clan links. It made the local power

pattern different from both the lax peasant society found in most areas of North China and the rule of local gen2
·091·

HISTORICAL RESEARCH NO16 ,2001


